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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在《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文中曾深憂：

「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

仍訓於本朝之名公，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若

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1]此類憂慮在晚清至民

國的革故鼎新過程中並非梁氏獨有。它在此整個

時段內一直在持續發生！而且，「國破家亡」之危

局在抗戰之際使此憂慮即成為一現實的嚴峻問

題。此類憂慮更表明：整合政治和建設邊疆以維

護疆域完整的「中華民族」之命運共同體，成了國

人必須嚴肅思考的時代命題。由此，國人對「民

族」、「邊疆」問題的嚴肅思考和實際治理實踐，更

是一幅可在一定時間維度內檢視國人如何思考建

構「民族國家」之現代性規範的智識圖景。

在此圖景中，鞏固現代「民族國家」是中國現

代性話語中的一重要命題。諸多朝野人士，尤其是

知識人，亦常將其目視為是中國現代化之起點。其

間，國民政府對民族與邊疆問題的治理實踐——
在抗戰時它更將其作為大後方建設的重要內容

並與「抗戰建國」之宏大目標相關聯（筆者將另文

討論此期「抗戰建國」的複雜歷史命題。）——更
是此類觀念與制度實踐的交相互動。尤在西北大

後方建設中，國民政府雖取得了相應成就，但亦

展示了鞏固現代「民族國家」這一現代性命題之

實踐面臨的現實挑戰。因為，其間，儘管「民族」、

「邊疆」的內涵常被政治改變，但其實踐仍表明：

向「民族國家」演進時當如何為共同體成員確立

捍衛「命運共同體」的行為規範及其價值基礎，並

將其落實在邊疆和民族地區的治理實踐中本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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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抗戰時，國民政府藉主導「西北開

發」而推動西北邊疆治理，是直接淵源於現實

困境的謀定而動，亦折射出了國人久存於心的

「西北情結」。同時，此種政治行動亦受重回

民族「搖籃地」、「發祥地」，追思並力求重現

國族榮光的文化心理支撐。而且，國民政府主

導「西北開發」的直接目標雖是建設抗戰大後

方，但是，國民政府藉此加速推動實現合各族

為一體以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則是其此種政治

行動的深層思考，儘管其「邊疆」、「民族」觀

念的局限最終深度制約了西北邊疆治理的實

效。尤其是，國民政府推動邊疆治理、開發偏

重經濟建設，對政治和文化建設有涉及卻未

真正切實推進。此故，國民政府的西北邊疆治

理、開發雖看似計劃宏大但卻又顯得缺乏周

密詳盡準備。然而，此間的觀念演進與政治行

動的互激，既是一幅可在一定時間維度內檢視

國人如何思考建構「民族國家」之現代性規範

的智識圖景，又是國人之「民族」、「邊疆」觀

念及其治理實踐經歷了何種「近代」演變的實

際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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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尤其是，在持續性的「國破家亡」之危局中，鞏

固現代「民族國家」即成為第一性的問題。

這樣，當鞏固現代「民族國家」被建構成為

一將可垂範千古的政治規範時，西北大後方建設

中的種種舉措就當是此規範作為一種政治主張的

再現，是後續政治實踐的既定內容和努力方向。

於一般國人而言，它強調：維護疆域完整的「中華

民族」這一命運共同體成了一規範性政治目標，是

共同體成員經由現實政治鬥爭、妥協和決斷形成

的「共識」。在此，鞏固現代「民族國家」成為了審

視相應政治實踐的標準。這似乎當可使複雜政治

活動簡單化。但實際卻未必！因為，這關涉國人如

何將鞏固「民族國家」之思考安放於自身的歷史、

文化、現實需要基礎之上，尤其是將此基礎與「自

由」之價值判斷相關聯。

所以，鑒於學界過往的此類問題研究常糾纏

於特定史實而就事論事，於它背後顯現「民族國家

建設」之艱難境遇卻較少觀照，因此，本研究擬在

觀念史視域下，不糾結於西北大後方建設中具體

經濟社會成就的描述，而是去分析西北大後方建

設中的呈現諸多思想觀念、實踐措施，為何使「邊

疆」、「民族」書寫作為一種歷史敘事在「抗戰建

國」的政治謀劃中凸顯了其內在張力。而且，在尊

重歷史前提下，基於表述方便，本研究中的「西北

大後方」主要是指與西北邊疆和民族地區相重疊

的陝甘寧青新及歷史上內、外蒙古的部分地區。

一、民族危機與「西北情結」再現：

歷史文化觀念激蕩下西北邊疆

治理開發的提出

一社會之思想、觀念演進常關涉時勢變化，

有其自身的歷史文化根據，是人們對現實難題之

省思。抗戰時，「西北情結」作為國人的一種久固

的文化心理憶念和在國族處存續危亡之際的無以

名狀的情感亦再度顯現。國人藉此嚴肅思考當如

何以西北為「根據地」拯救並建設國家。「西北情

結」在國史中亦可謂久有根據。有學人發現：自秦

漢以降直至抗戰，凡國祚不寧或朝綱更迭時，國人

皆常念今思遠，於弔古懷舊中追思國族據西北而

撫柔天下的舊世盛象。此情結究其根源「實乃萌動

於遠古歷史傳說，濫觴於商周青銅文化，生成於秦

漢帝國構造時代。」[2]自唐之後，國之重心東移並

未降低西北在國人心中的地位，此情結作為一種

文化思緒和心理總是時隱時現。趙園先生的研究

表明，宋室南遷和明清易代時，其時的士林之中即

有「西北中興論」、「西北—東南」比較論的盛興，
[3]近代之際的知識人中則有促進「西北學」（西北

史地之學）的興起者！

據實而論，抗戰時，國人「西北情結」的再度

凸顯亦同樣是以民族危機為根據。因為，面對民

族危機之，諸多時賢——如胡應連、王聰之、胡逸
民、馬鶴天、郭維屏、李維城等，常是以歷史、文化

為根據和從克服時艱所需而力主「開發西北」。如

馬鶴天直言：就「已往而言」和「以將來言」，西北

即為中華民族的「發源之地」，「最後奮鬥之場」，

他以為「惟有開發西北，是中國前途一線生機，是

中華民族唯一出路。」[4]他們大都以為欲恢復國家

版圖和找尋國家出路，「必須以我民族發祥地的西

北做大本營，要集中全力來開發西北」。[5]

所以，國之大廈將傾之際，「西北情結」作為

一深邃的歷史文化觀念同樣對國民政府在治理邊

疆和民族問題時去認知真實的西北並推動西北開

發有關鍵影響。如邵元沖鑒於國勢是「東北藩籬

盡撤，東南則警耗頻傳，一有非常，動侵堂奧」，他

強調「故持長期奮鬥之說，力主建設西北之，以保

持民族之生命線。」[6]而且，就文化觀念而論，他們

追思先祖各類榮光之故事亦意在召喚國人當奮勇

自救。如受開發大西北思潮和實踐之推動，蔣介石

在西安的演講即宏論先祖之榮光，反思當下國人

面對國族危機當何為？他強調作為「黃帝以來聖

祖神宗的後裔」，面對祖先偉大的「聰明智力」，

「精神氣魄」，成就「偉大的事業」，追問國人「難

道我們就沒有嗎？」[7]宋子文直言於此之際的「西

北建設不是一個地方問題，是整個國家問題。……

應當在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趕快注重建設。」

他強調建設西北是維繫中華民族的生命線所在，

所以在他看來，於西北建設，「西北人民所負之責

任，不僅是充實本身利益。」[8]何應欽在〈開發西

北為我國當前要政〉一文中肯定西北是「中華民族

搖籃」，「中國大陸之遮罩」，認為無論是就國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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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還是就經濟、文化計，皆需開發西北。[9]於是，

在此語境中，「『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聲

浪，甚囂塵上，上而當輔諸公，下至關心西北之黎

庶，莫不大聲疾呼，細心籌劃。直有對西北之開

發，刻不容緩，對西北之建設臾須促成之趨勢」。
[10]

更需指出，此種主張亦再度折射出國人在民

族危機之際對「邊疆」、「民族」問題治理的嚴肅

思考。因為，在時人看來，面對東北淪陷，東南頻

頻告急，「西北人民種族龐雜，漢人佔絕少數，且

與其他民族素無好感；一旦有事，外有英俄日的操

縱，內有蒙藏回的牽制，極難應付。縱能等到將來

財富力強、交通便利的時候，恐怕亦不容易收復回

來。」[11]他們強調，西北的真正意義在於：「西北為

各民族聚處之地，漢、滿、蒙、回、藏五族，並而有

之，不捨五族共和之縮影，吾人若徒坐言民族問題

則已，否則西北實為起行解決民族問題之理想場

所，如何融洽，如何提攜，如何齊一步伐，共同努

力於國家之統一與富強。」[12]

而且，此種思考不僅折射出國民政府對「邊

疆」、「民族」問題的認知觀念是隨時勢而演進，它

更關涉近代意義「民族國家」觀念如何演變為具

體的制度實踐，並與「抗戰建國」這一宏大目標相

關聯。它自當更是一幅可在一定時間維度內檢視

國人如何思考建構「民族國家」之現代性規範的智

識圖景。因為，此種觀念折射出了下述史實屬客觀

存在。即：國民政府對邊疆和民族問題的治理不

再如傳統王朝那樣取舊式的羈縻政策和文化主義

的態度，而是日漸採用的現代民族國家治理的理

念。它基於現代國家有明確邊界觀念之意識而力

求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它以民族國家之命運

共同體觀念思考邊疆、民族問題的治理。這表明國

民政府在其自身「邊疆、民族」觀念的支撐下認識

到惟有整合政治和建設邊疆才能維護疆域完整的

「中華民族」之命運共同體。國民政府強調「一國

之安危，恆繫其邊防之虛實」。 [13]他們認識到尤

「自抗戰軍興，國人感於外侮之日亟與邊地之重

要，咸以團結邊胞，建設邊疆為刻不容緩之舉，」
[14]「邊疆和內地是相依為命，存則共存，亡則共

亡」。[15]

進而，當且僅當就鞏固「民族國家」這一時代

命題而論，在抗戰時，重視西北並開發西北就是

朝野間為實現鞏固現代中華民族之國家這一「共

同」事業而進行的實踐。於是，在民間，諸多時賢

或考察西北，或創辦各類刊物，或撰文討論「邊

疆」、「民族」等邊政治理問題成一時之盛景。如

1934年蔣介石不僅為《開發西北》創刊親筆題詞
「開發西北」，其在西安演講時強調應通盤考慮

西北建設，貴因地和因時制宜，「而一貫之政策與

通盤之籌劃，財力要必不可少，此應由中央負責籌

劃。」[16]事實上，在此之前，其時之黨國要人如宋

子文、孔祥熙、何應欽、于右任等亦皆於此有筆墨

貢獻。宋子文以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之身份考察

蘭州並發表《建設西北》一文縱論西北建設。[17]何

應欽以國民政府軍政部長身份亦發表《開發西北

為我國當前要政》一文討論西北開發。[18]戴季陶

在西北考察時則提出較詳盡地開發計劃。他以歷

史為根據並結合時勢，認為「就歷史上、政治上、

經濟上之地位而言，」其時中國之國防建設當「主

力即全集中西北」。其具體實施步驟則當是以西安

為起點經營關中，再經營蘭州，「以甘肅為起點，

完成整個中國國防建設。」[19]

在時勢危局中，國民政府籌設相關機構和推

行相應開發計劃的實際舉措亦與前此軍政要員的

邊疆、民族觀念轉化同步。其中，1932年3月，國民
黨四屆二中全會議決長安為戰時陪都，定名西

京。[20]西京籌備委員會和該會駐京辦事處遂即宣

告成立——張繼任、褚民誼分任委員長和主任。
其後，該會與全國經濟委員會、陝省省府合組西京

市政建設委員會。「西京市政建設實為建設西北

之起點，建設西北之策源地」。[21]有關西北開發之

決議案相繼出籠。例如，《開發西北案》、《關於開

發西北之各種決議應即速實行案》、《西北國防經

濟之建設案》、《擬請提前完成隴海線西蘭段鐵路

以利交通而固邊防案》、《促進西北教育案》等即

皆是在此期出台。與之對應，中外人士趕赴西北考

察、遊歷，各類資本——如四大行及其他私商資
本——競赴西北拓展業務。一時之間，朝野上下
於西北開發形成蔚為大觀之勢。有研究指出，「從

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以前，國民政府的戰略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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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以西北作為未來對外戰爭的戰略基地的。」
[22]即便其後，西南戰略地位上升，時賢所論仍以

為，無論從何估計西北，它都不容受到忽視，其資

源開發和國際運輸通道之作用，以及其「它的拓殖

增產和它的文化再發揚，都足以補助抗戰根據地

西南的不足。」[23]

綜上而論，抗戰時，國民政府主導的「西北開

發」是根源於現實困境的謀定而動，折射出了國

人久存於心的「西北情結」。此種文化心理驅使國

人重新認知和認同西北。同時，在重回民族「搖籃

地」、「發祥地」追思並力求重現先祖榮光的文化

心理支撐下的「西北開發」，不僅因此而有自身的

文化根據，它同樣折射出國人之「民族」、「邊疆」

觀念及此類問題的治理實踐經歷了何種「近代」

演變。這亦是一幅可在一定時間維度內檢視國人

如何思考建構「民族國家」之現代性規範的智識圖

景。這亦自當是西北開發能與建設「民族國家」相

關聯的深層觀念動因。

二、「種族革命」到「五族共

和」：建設「民族國家」與西

北邊疆治理開發的近代轉換

自晚清以降，尤以抗戰為最，持續性的「國破

家亡」之危局使鞏固和建設現代中華民族之「民

族國家」成為國人必須嚴肅思考的命題。若此，

西北開發因必然關涉「邊疆」、「民族」的治理實

踐——它作為大後方建設的重要內容亦與「抗戰
建國」之宏大目標相關聯——即是此類觀念與制
度實踐交相互動的歷史鏡像的折射。而且，此實踐

本是國民政府在相應思想觀念支撐下的產物。在

鞏固和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語境中，除抗戰之

現實根因外，國人「邊疆」、「民族」觀念轉變正是

促使國民政府重視西北開發的深層原因之一。直

言之，西北開發必然關涉「邊疆」、「民族」問題的

治理，國民政府在面對此類問題時，必須從其指導

思想上去正視並應對「五族共和」之觀念實踐所

面臨的挑戰。此過程亦能折射出國人現代「民族國

家」觀念演進何以發生及其演進程度。

以「邊疆」概念而論，時至近代，國人傳統的

歷史文化主義視域中的「邊疆」觀念已日漸改變。

因為，晚清之前，「邊疆」、「族」的概念更多與內

外有別相關，與近代的「民族國家」有極大區隔。

「邊疆」、「族」的概念更多是與舊式語彙中的「天

下」、「江山社稷」概念相對應。在歷史文化主義的

視域中，國人主要是以文化之異同和經濟是否落

後為標準以界定內外區隔中的「邊疆」和「族」。若

此，舊式的「邊疆」概念不強調具有確定性要求的

法律和地理概念上的「界線」，它通常是在「天下」

和「內外」概念的支撐下把凡是文化迴異且經濟落

後的周邊少數民族控制地區或鄰近區域皆視為邊

疆，並在文化上將其視為是需以中原文化教化的

化外之地。但自晚清以降，尤在南京國民政府時

期，雖不能言全體國人皆已對近代的「邊疆」的概

念與範疇有確切的認知和理論探討，但是，國人，

尤其是國民政府確實是正日漸以近代的「邊疆」、

「民族」觀念審視「邊疆」、「民族」治理問題並將

其與西北開發相關聯。它對「邊疆」和「民族」的

認識不僅是相互交織，[24]而且，它對此類問題的審

視亦經由了從「種族」視域到「民族」視域的轉換。

其間，國人從曾經以「族」定「界」和「內、外」到逆

向而動而最終體認到「五族共和」之命運共同體必

需內求平等外求國家獨立。此轉向恰恰是國民政

府能將西北開發與邊疆、民族問題治理納入到抗

戰建國之宏大目標的深層觀念動因。它表明，維繫

共同體必是在共用歷史記憶和生活價值觀基礎上

一種政治構建行動。

事實上，在近代中國，「族」觀念之演進常與

傳統的「民族中心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

「民族國家間的競爭」等觀念之演進相關聯。而

且，自清末「維新與革命之爭」始，諸多「國民黨

人」[25]對「民族」、「邊疆」、「民族國家」等問題的

認識雖多有糾結，但為恰當處理「保國保種」、「恢

復中華」命題，他們還是將外引之「種族」、「民

族」概念與中國舊有之「宗族」觀念進行糅合併最

終轉向了「五族共和」的論述。在此過程中，國民

黨人的「民族」觀念演進不能不對其在執政後的

「邊疆」、「民族」問題治理及「西北開發」等產生

重要影響。

如據史而論，基於對「保國保種」命題的認

識，1895年當嚴復在《直報》上撰文介紹達爾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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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思想時，他所認知的「種族存續」實際就

隱含「國族競爭」之命題。在此，「種族」觀念是嚴

復界定集團成員身份的標準，於是，「國族存續」

關聯於殘酷的生存鬥爭，個體競爭亦與「族」（國

族、種族）之競爭相關聯。受此類觀念的影響，包

括「國民黨人」在內的諸多時賢認為要處理「國族

間競爭」命題首先就當需要認真審視國族成員之

構成及其發展程度。

例如，康有為深受「種族」觀念之影響而將中

國界定為是漢與邊疆之滿、蒙等族合為一體的「黃

種之國」。 [26]他認為邊疆之滿、蒙與漢本出（中

華）一體。因為，黃帝（皇帝）、夏、殷之時即有

滿——又曾言滿州種族出於夏禹，其正教、禮俗皆
化於中華，[27]滿、蒙、漢三者同種無別異之分，[28]

不過是土籍客籍而已。[29]為避免「國族」（國家）

分裂，他反對所謂「種族」革命。另如，梁啟超

1896年雖言惟有變化才能「保國保種」時，[30]但卻

憂慮「漢」種之外的邊疆之民進化遲緩。[31]在他眼

中，邊疆之滿、蒙的社會進化尚處孔子所謂「多

君」向「一君」轉變過程中的小康階段，是奴隸之

滿洲、蒙古。但是，他強調邊疆之滿、蒙等勢必達

到「漢種」進化的程度當是實現「保國保種」之要

件。[32]在此，無論是嚴復還是康、梁，他們雖多是

仍以「族」之社會進化程度定「內外」和「邊疆」，

留有鮮明的傳統的歷史文化主義痕跡，但即便如

此，他們將各「族」融合一體的思想觀念是突出

的。

然而，與之對照，早期「國民黨人」卻在「種

族革命」的視域下並未定然將邊疆之滿、蒙、藏、

回等視為「一體」之天然構成。這也非定然如諸多

研究者所謂僅是革命手段之運用而已。事實上，在

早期，他們確實曾是以近代的「種族」或「民族」

觀念來審視中國的「民族」、「邊疆」問題，並以此

決定其政治行動方略。其後，他們又在時勢轉圜中

修正自己的此類觀念及政策實踐。

例如，在「維新與革命」論爭時期，蔡元培言

種族之別不過是「血液」、「風習」之異同，但舊式

「種族之見熾焉」使「往者暗於生物進化之理，謂

中國人種既由天神感生」，視「所謂蠻、貉、羌、狄

者」皆為化外之蠻民，「乃犬、羊、狼、鹿之遺種，

不可同群」。[33]儘管他承認「種族之見」於像他這

樣佔國族人口大多數的漢人是「自幼均習聞之」[34]

但是，他更指出，「自歐化輸入」人才知「族」無貴

賤之別，「不過進化程度有差池耳」。[35]而且，「仇

滿」盛行則是根因於「近日政治思想之發達，而為

政略上反動之助力也」。[36]其理由是：他以為「蓋

世界進化，已及多數壓制少數之時期」。而且，「風

潮所趨，決不使少數特權獨留於亞東之社會」。所

以，「仇滿」是他們在政治上實則以近代的「族」

（種族、民族）觀念來處理「民族國家」建設過程

中必關涉之「民族」、「邊疆」問題。章炳麟直言當

以近代「民族」觀念論證此類命題。他以為康氏

「不論種族異同」而合各「族」為一體之觀點是

「惟計情偽得失以立說」。康氏強調邊疆各「族」

如「滿」、「蒙」等雖自夏禹即有，是「上繫淳維」，

但其「言語、政教、飲食、居處」等「一切自異於域

內，猶得謂之同種也耶？」[37]他甚至譏諷康氏不知

「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

族為界。」[38]於此，汪精衛在《民報》上發表《民族

的國民》一文則更直接從學理層面去討論此類命

題。在此文中，汪以為「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

已」，「無社會的共同生活，即不能自附同族。」[39]

他亦據此再論現居「中國」各「族」並非定然一

體，指出邊疆之滿、蒙源流相同與漢人不屬一體。

而且，他還將「血系」、「語言文字」、「住所（自然

之地域）」、「習慣」、「宗教」、「精神體質」定義

為是構成同一民族必備之六大要素。[40]他言「民

族」僅是同氣類之繼續的人類團體。即「民族之結

合，必非偶然，其歷史上有相沿之共通關係，因而

成不可破之共同團體，故能為永久的結合。偶然

之聚散，非民族也。」[41]與此近似，胡漢民批判改

良派以氏羌、鮮卑變華夏之舊事為今日論證各

「族」合體之證據。基於政治目標的指向性，他強

調「故以滿政府不傾，而遂許其同化者，以狐媚為

虎倀，無恥之尤者也。」[42]

綜上迴異觀點顯示了國人在謀劃建設「民族

國家」時客觀存在的政治分歧。此政治分歧根源

於他們對「民族」、「民族國家」的不同理解。對國

民黨人而言，這更關涉他們以「民族」定「內、外」

和「邊疆」的觀念何以形成，並在時勢轉圜中不斷



政
治
文
化

謝 

亮
、
謝
東
峰
：
觀
念
與
行
動
互
激

６７

修正自己前述觀念及調整其「邊疆」、「民族」治理

政策。此調整在其從「排滿」到「五族共和」的觀

念轉換中尤為明顯。這也基本決定了其執政後的

「邊疆」、「民族」問題治理和西北開發的基本理

念、政策思路。

例如，章太炎在首先為「排滿」正名時，雖強

調「排滿」非「仇視之謂」或「誅夷」之論而是「逐

滿」歸其分地[43]，但也正因持滿漢非同族之論，他

也就在不經意間把他們以民族定邊疆的觀念流露

無遺。他提出關內關外之「界」分，「滿」族歸其分

地實行自治，即「自渝關而外，……為滿洲之分地；

自渝關而內，十九行省者，為漢人之分地。……逐

滿，亦猶田園居宅為他所割據，而據舊時之契約界

碑，以收復吾故有而已。」[44]其時，黃興、宋教仁、

陳天華、蔡元培、秋瑾、吳越等所持主張亦與章氏

類似。也有如鄒容之激進者甚至宣言要「張九世復

仇主義，作十年血戰之期」，要驅滿以復仇！[45]之

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自以為是地強調滿族是「異

種，非吾中華神明之胄」，是「即吾疇昔之所謂曰

夷，曰蠻、曰戎、曰匈奴、曰韃靼。」[46]若此，他們實

則主張「合同種，異異種，以建一民族的國家。」[47]

即所謂「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以群中國之人，

居中國之土，始有國家之名詞，始有言國家之資

格。」「一空間不能容兩物。」[48]他們是在以「族」定

「界」和「內、外」意識的支撐下，把滿族與邊疆其

他各族視為非華夏一體者。

前此狷狂觀念及做派雖或因處特定境遇當

可同情，但相較而言，康梁等就如何維繫各「族」

一體而成現代中華民族之國家這一時代命題的思

考顯然更為嚴肅。而且，正因裂土而治必導致國

家分裂，這使他們必需重新審視自己的「民族」、

「邊疆」觀念及其治理政策時應嚴肅思考康梁所

提之命題。這樣，在時勢轉圜中，為實踐「三民主

義」，「國民黨人」摒棄了「種族革命」視域中的

「民族」、「邊疆」觀念，轉而強調在「五族共和」

命運共同體視域下「民族」、「邊疆」觀念並進行

相應的政策調整。區別於先前的以「族」定「界」和

「內、外」，這種調整似可直接表述為以「邊疆」定

「族」和「內、外」。即在「五族共和」觀念的支撐

下強調疆界內各族皆是一體，是為統一的中華民

族。所以，從總體而論，它對「民族」、「邊疆」問題

的治理就必然指向內求平等和外求國家獨立。此

轉向恰恰是國民政府能將西北開發與邊疆、民族

問題治理納入到抗戰建國之宏大目標的深層觀念

動因。此種轉變當然亦折射出國人型塑自身的「邊

疆」、「民族」、「民族國家」觀念的艱難。

在此過程中，孫中山的此種觀念轉變最為典

型，也對其後國民政府的相應政策頒行產生了深

刻影響。此轉變最顯著的標誌即是孫中山在《民

報發刊詞》的「三民主義」主張中不再強調「驅除

韃虜」——筆者以為這非僅是對「十六字綱領」的
「闡發」，而是積極的揚棄。而且，在其後的演講

中，孫中山將民族主義視作是「最要緊一層」的問

題，強調「革命排滿」「是恨害人的滿洲人」，非是

「逐滿」，「這不是人類所為，我們決不如此。」[49]

受此影響，諸多時賢皆日漸轉變觀念。即便如章太

炎者——在辛亥後任東三省籌邊使——在此後亦
言「排滿」是「復我國家，攘我主權」，[50]是僅對統

治者而言；對於列為編氓從事耕牧之滿人，「則豈

欲事刃其腹哉？」[51]而且，他強調主權既復，若仍

尋仇是「以效河惶羌族之所為乎？」又「豈曰非我

族類必不欲同治於衣冠之國？」[52]上述事表明，時

賢對「民族」、「邊疆」、「民族國家」的認識更深

化，即他們已認識到境內各族能平等相待並成一

體，各族生活空間即是中國之邊疆。這也恰恰呼應

了康梁等在此命題上的嚴肅思考。因為，康有為實

則主張各族「合為一國，團為一體。」他以為國家

是由「合多民族積結而成一體。雖非為約，而不能

無政治以維持之，振興之，分以保民生，合以強國

體。」[53]其實，這表明國人日漸形成的近代意義上

的強烈的民族認同和對「族」的忠誠的情感，[54]使

他們皆以為「民族主義」當是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

不二法門。而且，外引之「民族」概念經由日本輾

轉而入中土，其字面意義內含的「種族主義」思緒

使他們藉此表達一種基於「族」的民族主義觀念
[55]——「種族」、「民族」形成了觀念上的重疊。國
人的「民族」觀念亦日漸即是「民」和「種族」觀念

的糅合。所以，經此之後，無論康梁等主張各族皆

合體建設君主立憲之國家，還是孫中山等力主實

現五族共和，其所指稱的「族」就更符合梁啟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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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民族」[56]概念，即日漸開始強調中華民族是

一共同地域或先祖的宗族的一有機構成的集體性

單位。

例如，孫中山雖自1904、1905年才先後使用
「民族」[57]、「民族主義」[58]兩詞，但他在其諸多

政論中常是將「種」、「族」、「民族」、「民族主

義」等概念交相為用。在1924年的《民族主義》[59]

演講中他還從「自然力」[60]——「血統」、「生活」、
「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角度去明定
「民族」之基本要素、特徵。其間，孫中山1912年在
《大總統宣言書》中有關「族」的論述或當最能體

現一種觀念的轉變。在此文中，他強調人民乃國

家根本，當合五族之地為一國，合五族而成中華民

族即為民族統一。[61]同年3月他簽署頒佈的《臨時
約法》中即以近代立法形式明定中國領土涵蓋內

外蒙古、西藏、青海等二十二行省，疆域內人民一

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62]接續此類觀

念，孫中山常強調傾覆滿清只是民族主義消極目

之實現，但於實現五族共和之積極目的而言，「從

此當努力猛進……即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

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滿、蒙、回、藏之民相見

以誠，合一爐而冶之，以成一中華民族。」[63]若此，

東三省、蒙藏和新疆、西藏不僅與內地同皆屬共同

體之天然構成，更是共同體成員有義務認真捍衛

之「法律」、「歷史」、「文化」邊界。經此，傳統的

內外之別即轉換成以「國族」之前述邊界為界分的

新型「內、外」之區隔。這當然是將「國族」共居之

地視為現代民族國家主權所及之地的新型「邊

疆」、「民族」觀念，是將「國族」視為一命運共同

體。此類觀念的日漸廣泛傳佈使其影響深遠。在一

定程度上，將此種影響作下述描述當不為過，即此

類觀念在事實上成了民國時期各類政府頒行「邊

疆」、「民族」問題治理政策和推動西部開發的基

本思想依據。基於表述方便，在此僅以蔣介石的相

應論述為管中窺豹之例：

蔣之「邊疆」、「民族」觀念是以多元思想淵

源為基——如傳統文化、費希特的民族文化中心
主義 [64]以及三民主義。他曾提出合各「族」而成

「國族」即一「大中華民族」，為此，必須堅決反帝

外求獨立方能捍衛國族之邊疆。 [65]再如1942年8

月，蔣介石在西寧演講即宣稱中華是漢、滿、蒙、

回、藏五宗族之合體，是「集許多家族而成宗族，

更由宗族合成為整個中華民族。」[66]以此類觀念

為支撐，在思考當如何治理「邊疆」、「民族」問題

時，他自詡服膺先總理之「遺教」，以實現「五族共

和」及扶助國內弱小各族使其實現自治和促進民

族平等為職志。如，1934年3月，蔣介石在南昌演講
時即言，惡劣局勢雖使國民政府「於複雜之邊疆

問題」，雖「無實力可用」，但要在「在各個帝國主

義利害衝突之中求生存之路」，則「不可不有相當

之政策」以求充實國力與靜待時機皆可不誤。[67]

其政策即是「莫若師蘇俄『聯邦自由』之意，依五

族共和之精神標明『五族聯邦』之政策」。他以為

在中央政府實力不足時，此不得已之政策是由吸

收過往之教訓而得，作為一切實得當之政策是「今

日對付邊疆問題最切要之事」。[68]但即便如此，他

仍強調『五族聯邦』乃五族共和一體之下的允許

邊疆自治，若此，「則內消聯省自治之謬誤，外保

岌岌可危之邊疆……故實行『五族聯邦』加緊充

實國力，乃今日應付邊疆之惟一有效途徑。」[69]由

此，本國父之遺教和國民黨歷次宣言之精神，國民

政府對邊疆、民族問題的治理的相應後續具體政

策即體現在蔣之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所論，

即是「務使國內各宗族一律平等，並積極扶助邊疆

各族的自治能力和地位，賦予以宗教、文化、經濟

均衡發展的機會。」[70]

在此應當指出，前此觀念轉變非天下整齊而

致，其內涵亦顯現出新舊兼雜的特點。這仍是國人

艱難認知、認同、踐行近代「邊疆」、「民族」、「民

族國家」觀念的具體映射。這當然會對國民政府

頒行「邊疆」、「民族」政策和西北開發政策產生

相應影響。如，1936年黃慕松——蒙藏委員會委
員長——對「邊疆」的認識即體現了此種特點。其
邊疆劃分即為兩種。其中：1.廣義「邊疆」。即與鄰
國接近之地。這體現的是近代主權觀念和建基於

其上的內、外之別。2.特別行政區之邊疆，是非泛
指四境之地。即雖因遠離中原而接強鄰，但卻是

「與內地情形稍有差異之領土」。[71]其界分之標準

即在於「當觀其地帶氣候民族語文政俗諸端為何

以決定之。」[72]此種觀念體現的是歷史文化主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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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主權國家觀念的融合。地理空間遠近不再具

有邊界意義。若此，遠者如閩粵諸省不可視為是邊

疆，其餘如青、（西）康、蒙、新、藏、察、綏、寧等

亦可視為邊疆。其治理政策就自當不同。前者當以

行省之法對待，後者則不可。因為，「如東三省雲

南兩廣及沿海諸省，雖處邊境，或則向與內地無

異，或則早經開發，列為行省，其民情風俗，一如中

原，法令規章，普遍適用，已失去特殊行政區域之

性質，故不能與邊疆同視。」[73]與之可為據者則如：

1933年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言我國邊疆由陸
疆和海疆構成——這當然是國人近代邊疆觀念的
深化，並指出從東三省經蒙古至新、藏、滇、桂等

無一不接強鄰。[74]再如，1937年國民政府《教育部
廿六年度推行邊疆教育計劃大綱》中將蒙、綏、

察、甯、甘、青、新、藏、（西）康、滇、黔、川、湘西、

桂等視為邊疆。[75]

但即便如此，國民政府頒行相關「邊疆」、

「民族」政策和推動西部開發又確實體現前此觀

念轉變的結果。而且，抗戰爆發更是此類觀念轉變

的加速器。西北開發亦因此而加速。因為：

1929年國民黨三大的政治決議案強調，儘管
蒙藏新疆之地「人民之方言習俗」以及「國家行

政」上不同於內地，但其在「歷史上地理上及國民

經濟」本是中華一體之天然構成，所以，根據革命

宗旨對蒙藏新疆邊省「捨實行三民主義外實無第

二要求。」[76]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蒙

藏之決議案》，以及1932年國民黨四大會通過《確
定邊區建設方針並確實進行案》亦雖皆承認前此

邊疆與內地在地理、歷史、風俗以及人民習慣思想

皆亦不同，[77]但在此前後，國民黨幾次重要會議通

過的《關於蒙藏政治、教育等問題案》（四屆二

中）、《開發西北決議案》（四屆三中）、《第五次

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皆強調對邊疆和民族地區

的治理要「重邊政，弘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

強調對邊疆的「一切施政綱領，以儘先為當地土著

人民謀利益為前提」。[78]

此後，時勢轉換更加劇烈。所以，「9.18事變」
前後，1934年蒙藏委員會曾發佈諮文，強調重視西
南少數民族之情況調查。[79]早在事變之前，戴季陶

痛苦於蘇俄支配外蒙政治，並進一步威脅「新疆、

寧夏、甘肅」。面對日俄之強鄰環伺，他強調尤當

以建設西北邊疆為復興國家之基地。[80]1933年蔣
介石在其日記中亦多言惟經營四川和西北可為復

興和防範蘇俄。其在1934年視察蘭州亦強調，面對
倭、俄的侵略備至，「極思經營西北，以為復興之

基地。」[81]而且，1939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
的《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中強調，堅持長期抗

戰惟「有賴西南、西北各省之迅速開發，……故開

發建設西部各省者，以鞏固抗戰之後方，實與普通

獎掖國民經濟之發展，同其重要也。」[82]

而且，當在邊疆地區實行民生主義被確定為

南京國民政府邊疆民族政策的一項基本內容時，
[83]西北開發的主要內容亦被基本確定了。例如：國

民黨三屆一次臨時會議通過的《實業建設程式

案》中即明定：在東北、西北、西南的開發中，交

通、土地礦產開發、移民及屯墾當「由國民政府按

照當地情形，並參酌國防之需要，擬定詳密計劃，

限期實行。」[84]國民黨四大會通過的《確定邊區建

設方針並切實進行案》中亦明定在開發時要做到：

於人口稀少者當充實人口並不損害當地人民之利

益為要而其他建設為輔，人口充實之地則強調以

經濟建設為主而文化建設為輔。[85]

所以，綜上論證可發現，前述此類觀念確在事

實上成了國民政府頒行「邊疆」、「民族」政策的

基本思想依據和推動西部開發的深層觀念動因。

但是，這又與其時國人民族國家觀念的演進有何

關係呢？尤其是，它與西北開發重點的選擇是何

關係呢？

三、「民族」、「邊疆」觀念轉化

與西北邊疆治理開發中的「經

濟安邊」

如前述研究所證明，觀念的轉換使國民政府

決意以三民主義指導邊疆和民族問題的治理。時

勢危機的加劇使此種謀劃遂轉換為加速推動邊疆

開發。在此過程中，建設抗戰大後方雖是國民政

府推動邊疆開發的直接目的，但是，當此建設是與

抗戰建國相關時，那麼，藉此加速在邊疆推動實現

合各族為一體以建設現代民族國家則是其推動邊

疆開發的深層思考。申言之，此背景決定了國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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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推動的西北開發本是前此觀念演變之具體政治

實踐，這不僅是西北開發的當然前提，也就自當決

定西北開發的發展方向。

事實上，國民政府（南京）為此而在推動西北

開發時制定了一整全性計劃，並強調根據實際推

行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

首先，為促進實現合「族」一體和各「族」平

等，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重要決議案之
「改組國民政府案」第七條規定在國民政府內設

「蒙藏委員會」。[86]此動議在同年8月的國民黨二
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問題案」之第一項決定

中，亦再次被強調是「依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而

內設「蒙藏委員會」[87]——專責蒙藏地方的行政
及各種興革事項。1929年2月，該會即告正式成立，
閻錫山為首任長官。中央機構中除蒙藏委員會外，

國民政府的內政部亦設有專責民族事務的機構。

此外，國民政府還在邊遠民族地區派駐其同職責

機構。設立前此機構即為指導邊疆和民族事務的

治理，「宣德達情」以促進此類地區的發展。此種

政治實踐的真實觀念支撐，在1929年國民黨三大
通過的「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中即展露無遺。

是次大會，國民黨即宣告結束軍政開始訓政。

是次大會亦表明國民政府在邊疆、民族問題治理

已開始修正，甚至可謂是拋棄其一大宣言中「民

族」、「邊疆」觀念，轉而否定所謂的「民族自

決」——亦難免蘇俄影響之痕跡——轉而強調實
行「民族地區自治」和注重推動邊疆和民族地區的

開發。[88]因為，是次會議通過「對於政治報告之決

議案」中之「蒙藏與新疆」的決議案，即宣示本革

命宗旨之要求應在蒙、藏、新疆除實行三民主義外

無第二要求。其根因在於：無論歷史、地理及國民

經濟此數地皆與內地一體並同樣飽受帝國主義之

壓迫。尤其是，滿清既倒之後列強軍閥勾結壓迫各

族人民，遂令蒙、藏、新疆之人民，「在經濟上、政

治上、教育上所處之地位，無稍增進。」所以，軍閥

惡勢力即除，為求建設現代中華民族之國家和實

現民族之真獨立，各族人民應「應以互利親愛、一

致團結於三民主義之下」。[89]其具體政策則是：為

實現民族主義，當求漢、滿、蒙、回、藏之團結成強

固有力之國族以外爭國際平等之地位；民權之實

現即在於：「求增進國內外民族自治之能力與幸

福，使人民能行使直接民權，參與國家之政治」；
[90]民生主義之實現即在於：「求發展國內一切人民

之經濟力量，完成國民經濟之組織，解決自身衣、

食、住、行之生活需要問題也。」[91]此種政策宣示

表明，各族合體而成民族命運共同體之觀念確已

在事實上成了國民政府治理邊疆和民族問題以及

推動西北開發的基本思想依據，所以，它宣示：

「本此主義上之真，以全力昭示蒙古新疆之人

民，」是「根據國家生存上共同之利益」，努力實現

「五族共和」，共謀「五族」在經濟、政治和教育上

之發展。它是要決心矯正過往之惡政，「誠心扶植

各民族經濟、政治、教育之發達，務期同進於文明

進步之域，造成自由統一的中華民國。」[92]

其次，以前述思想為根據，為促進國內民族平

等和建設鞏固之現代民族國家，國民政府意圖推

行一整全性的邊疆和民族地區的開發計劃關涉邊

疆和民族地區的諸多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的治

理。其中，國民黨1929年6月三屆二中全會通過的
「關於蒙藏之決議案」對此亦有完全呈現。該案議

決，舉行有少數民族地區推選代表和蒙藏委員共

同參加的「蒙藏會議」，「報告蒙、藏之實際情況，

討論關於推行訓政及蒙藏地方之一切改革事宜，

呈請中央核定施行之。」[93]此外，還選派有資望之

專員赴蒙藏邊疆宣達民族政策和慰問民眾之疾

苦。發展教育，振興邊疆民族地區的經濟和文化，

如設學校，確保教育經費落實，有專門機構專責實

施，並選派邊疆民族地區的優秀青年入學，專事邊

疆和民族問題研究。[94]注重邊疆和民族問題的研

究和宣傳，於此當凸顯下述基本事實：即蒙藏本是

中華民族之構成，促進邊疆和民族地區「教育經濟

之設施與交通實業之建設」，促成其人民養成自

治能力和完成自治之組織，優先錄取優秀民族青

年參與地方行政和進入中央黨政機關服務等。[95]

30年代民族危機加劇，國民政府更重視前述
思想的實踐。例如，《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再

次強調中華民國之邊疆涵蓋各省及蒙藏新等，明

定國民在法律一律平等，無男女、種族、宗教、階

級之別。[96]事實上，此後國民黨通過的諸多政治決

議案皆對前述思想有進一步強調。如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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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11）通過了《依據訓政時期約法關於國民生
計之規定，確定其實施方針案》和《確定邊區建設

方針建設並切實進行案》； [97]四屆二中全會

（1932.3）通過了《關於蒙藏政治教育等問題十則
請予決議案》；[98]四屆三中全會（1932.12）通過了
「慰勉蒙藏來京各員並團結國族以固國基案」；[99]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38.3-
4）； [100]五屆四中（1938.4）、五中（1939.1）、六中
（1939.11）、八中（1941.4）、九中（1941.12）、十中
（1942.11）全會決議案。[101]

復次，民族危機的加劇，國民政府在實踐前

述思想時不僅偏向以經濟建設為重，而且，自然地

將其與「抗戰建國」之目標相關聯。這自然是西北

開發的當然前提。換言之，西北開發就是此種思想

觀念實踐的實際彰顯。若此，這也就決定了西北開

發的限度，以及它難以真正實現建設「民族國家」

之歷史任務。這當然折射出了國人型塑自己的「邊

疆」、「民族」觀念尤其是建設「民族國家」觀念的

內在局限。

就具體過程而論，偏向以經濟建設為重去治

理和開發邊疆，在國民黨四大通過的政治決議案

中就已明顯。是次會議通過的《依據訓政時期約

法關於國民生計之規定，確定其實施方針案》和

《確定邊區建設方針建設並切實進行案》中，就已

經提出邊疆開發中土著人民之生計之籌劃尤為關

鍵，必須特別注重其生計，所以，應根據人口之充

實與否確定是否以經濟建設為重。[102]國民黨五大

宣言中再強調其重視邊政和弘教化的根本目的在

於「固國族而成統一」。[103]強調於此類地區的經濟

建設「應取保育政策，於其原有之產業與技能，應

儘量設法使之逐漸改良，伴人民能直接獲益。」
[104]此後，五屆五中全會的「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

案」中明定邊疆開發的各種設施當合邊情，符合抗

戰建國之綱領才能「稗團結一致，以利抗戰。」[105]

五屆六中的「對於政治報告之決議案」中，將邊疆

開發中的重點細化為「充實邊疆政治」、「培養邊

疆人才」、「開發邊疆交通」、「強化內第與邊疆上

之聯繫」，「訓練邊省武裝民眾，稗能參加抗戰。」
[106]五屆八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加強國內各民族及

宗教間之融合團結，以達成抗戰勝利建國成功目

的之施政綱領案》標誌一系統、全面地提出了三

民主義邊疆民族政策成型。該案涉及民族自治，發

展地方經濟，改善民眾生活，開闢交通和增設金融

機構，以及發展邊疆教育並尊重各族的宗教信仰

和文化。 [107]五屆九中、十中全會重申八中全會的

《綱領案》當認真執行，十中全會更強調在西北開

發中，「兼顧當地經濟實況及土著人民之利益」應

與大規模有計劃地移民實邊之舉措相結合。[108]

所以，西北開發雖取得巨大成績，但其「邊

疆」、「民族」觀念的局限亦制約西北開發的實際

績效發揮。

一方面，國民政府在抗戰時的推動西北開發，

為支援長期抗戰具有重要作用，為西北社會近代

化演變奠定了初步基礎。[109]於此類事實之研究實

在太多，在此僅稍舉數例即為證明。如以蘭州這類

大城市為中心的西北近代公路網成型，航空運輸

有了相應發展，隴海鐵路的開通促進了關中工業

區的發展。再如，全國經濟委員會於1933年6月制
定的《西北建設實施計劃及進行程式》中強調救

濟西北，當以流通農村金融為首務，推動西北合作

事業的發展。1936年該會制訂的《全國水利建設五
年計劃大綱》中「完成關中八惠灌溉工程」規劃的

實施，[110]以及「整理綏遠、寧夏、甘肅水渠」等計

劃的實施，促進水利事業的興辦。此外，西北農業

科研、技術的推廣、種植的擴展都極大促進農業

發展。

另一方面，它是國人「邊疆」、「民族」觀念內

在局限的客觀反映，是國人自身的近代「民族國

家」觀念具有巨大張力的實際折射。具體而論，隨

著國人將「種族」轉換為「國族」、「宗族」概念以

論證中華是各族合體，並提出以三民主義之政策

施之於邊疆開發和民族問題治理，但其觀念轉換

中殘存的舊式歷史文化主義痕跡，亦為實踐中出

現背離民族平等之舉措奠定了觀念基礎，即學界

通常所論的「大漢族主義」命題。再者，當民生主

義之實踐因更偏向經濟建設出現下述現象，即：重

工商而對農業有重視卻力度不夠，重城市輕農村，

加之政治體制不良，西北開發難彰顯其預期功效

就是情勢使然。同時，各族合體而成命運共同體的

觀念，以及惟有合體方可捍衛「邊疆」和實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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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獨立的政治訴求雖在不斷地被強化，但過於

偏重經濟建設而對邊疆的政治和文化認同建設未

有真正重視卻恰恰並非是鞏固前此觀念的現實基

礎。加之，中央政府無強大的邊疆控制能力，國人

「邊疆」、「民族」觀念轉換和國民政府推動的西

北開發本是時勢危機下的「西北情結」再現，更何

況此開發主旨本與贏得戰爭——抗日和剿共兼而
有之——有關，西北開發是因此而興亦因此而衰。
當此動因弱化後，這又最終導致西北的社會經濟

發展再次陷入低谷。這表明國人在時勢危機中將

「種族」轉換為「國族」、「宗族」來論證中華一體

的論證是空疏的，其指向民族同化的「國族」、

「宗族」概念在具體實踐中又並非定然能促進民

族平等的實現。若此，他們雖強調各族合體方能捍

衛共同體之自由，邊疆開發本亦是要為實現共同

體的自由奠定堅實的共同利益基礎，但偏重經濟

建設卻忽視政治和文化認同建設，就使共同體之

鞏固缺乏全體成員皆能認同的價值和制度基礎。

最終，國民政府的邊疆和民族治理及西北開發雖

看似計劃宏大但卻又顯得缺乏周密詳盡準備。於

此，一則存在認識局限。這即如時賢所論，論及邊

疆問題的各類著述的內容多是「人云亦云，輾轉抄

襲，且虛造事實，充塞篇幅」。[111]二則是基於現實

政治的考慮之權宜之計之痕跡，使西北開發僅是

宏論流布而已，預期實效不顯。即時人所謂「開發

西北的調子雖然鼓吹了這幾年，」但無甚成績以至

於國人日漸「連這個空調兒亦沒人喊唱了。」[112]之

所以如此，原因無非在於下述方面：「政治還沒有

上了軌道」。政府「因意見分歧，因離開民眾。民眾

對黨不信任。」而且，事業從前一樣糟糕的根因即

在於「空說的多，做實際的人少。」[113]於是，開發

西北的聲浪直入雲霄，但西北官荒、民荒竟與歲增

加，所謂墾殖、移民、屯兵殖邊而無非如口頭禪是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毫不能見諸實行」。[114]

四、結語

抗戰時，「西北情結」作為國人一種久固的文

化心理憶念和在國族處存續危亡之際的無以名狀

的情感亦再度顯現。這不僅對國民政府在治理邊

疆和民族問題時去認知真實的西北並推動西北開

發有關鍵影響，更關涉近代意義「民族國家」觀念

在中國如何演變為具體的制度實踐，並與「抗戰建

國」這一宏大目標相關聯。

其間，國民政府對邊疆和民族問題的治理日

漸採用的現代民族國家治理的理念。即它基於現

代國家有明確邊界觀念之意識而力求維護國家領

土、主權完整，以民族國家之命運共同體觀念思考

邊疆、民族問題的治理。它認識到「一國之安危，

恆繫其邊防之虛實」，於此惟有整合政治和建設邊

疆才能維護疆域完整的「中華民族」之命運共同

體。這是西北開發的深層觀念動因。若此，抗戰爆

發是此類觀念轉變的加速器。西北開發亦因此而

加速。

而且，在鞏固和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語境

中，除抗戰之現實根因外，西北開發必然關涉「邊

疆」、「民族」問題的治理，所以，國民政府在面對

此類問題時，必須從其指導思想上去克服「種族

革命」與「五族共和」兩種觀念間的巨大張力。此

轉向恰恰是國民政府能將西北開發與邊疆、民族

問題治理納入到抗戰建國之宏大目標的又一深層

觀念動因。它顯示維繫共同體必是在共用歷史記

憶和生活價值觀基礎上一種政治構建行動。

所以，需強調者，建設抗戰大後方雖是國民

政府推動西北邊疆開發的直接目的，但藉此加速

在邊疆推動實現合各族為一體以建設現代民族國

家則是其推動邊疆開發的深層思考。其「邊疆」、

「民族」觀念的局限亦制約西北開發的實際績效

發揮。若此，國民政府雖強調各族合體方能捍衛共

同體之自由，邊疆開發本亦是要為實現共同體的

自由奠定堅實的共同利益基礎，但偏重經濟建設

卻忽視政治和文化認同建設，就使共同體之鞏固

缺乏全體成員皆能認同的價值和制度基礎。最終，

國民政府的邊疆和民族治理及西北開發雖看似計

劃宏大但卻又顯得缺乏周密詳盡準備。為建設強

固有力之中華民族這一現代國家，當下中國的「邊

疆」、「民族」問題治理於此不可不查！

本研究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17BZS087《近代西
北瘟疫防治的「本土經驗」演化研究（1850-1949）》
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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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 and Action Interact: the Evolution 
of “Fronti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Xie Liang, Xie Dongfeng(The Marxism School 
of the south-western law and political University)

Abstrac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promoted the governance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by leading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which not only directly derived from the 
decision of the real predicament, but also reflects the 
“Northwest Complex”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long held in their hearts. Simultaneously, the kind 
of political action was also supported by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that people long for returning to the “cradle” 
and “birthplace” of the nation, mourning and striving 
to restore the glory of the nation. In addition, the direct 
goal of the “Northwest Development” led b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s to build a large rear are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deep consideration of the kind 
of political action was tha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anted to accelera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order to build a modern nation-
state, Although the limitations of its “frontier” and 
“nation” concepts ultimately restric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focusing on economic construction 
in the course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was involved but not really promoted. Therefore, 
Althoug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 frontier seemed to have 
a grand plan, in fact, its lacked careful and detailed 
preparations. However, the evolution of ideas and the 
mutual stimulation of political action here, it’s not only 
an intellectual picture that how Chinese people think 
about the modern norms of constructing a “nation-state” 
can examine dimension in a certain time, but also the 
actual reflection that the Chinese people’s concept of 
“nation” and “frontier” and their governance practices 
had undergone what kind of “modern” evolution.

Key Words: Frontier, Nationality, Concept, 
Political Action, Governance


